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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9日发布了第16批共10件指导性案例，其中，在指导案例82号：王碎永诉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以下简称“歌力思”案）中，最高院明确指出，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
他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恶意取得、行使商标权并主张他人侵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构成权利滥用为由，判决对其

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这是一起典型的恶意抢注案例，原告抢先注册了他人已投入商业使用但未及时注册的商标，然后以其注册商标权对在先使用人提起

侵权之诉，索要高额赔偿，以商标维权名义谋取不正当利益。相比此前类似的案例，如“七色花”案、“优衣库”案等，法院一般判决
拥有合法权益的在先使用人侵犯恶意抢注者的注册商标权，但不支持或仅部分支持恶意抢注者的赔偿请求。最高院此次在“歌力
思”案中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作出了更坚决的结论，直接判决作为被告的在先使用人不构成侵权，作为原告的抢注者构成权利滥
用，由此撤销一二审判决，通过对民事侵权抗辩的直接支持，实质性地否定了注册商标的效力。

那么，进一步而言，除了在实体上贯彻了“如果实质内容失去正当性，个人不能通过形式获利”的法谚精神，本案在程序上又有什么
指导价值？换言之，最高院对抢注者构成权利滥用的定论，是否相当于直接否认了其注册商标权？从而起到了撤销该商标的效果？

之所以强调本案的程序意义，是因为，不像美国和欧盟法院可以在商标诉讼阶段直接撤销或无效涉案商标（欧盟法院是“附条件”的
撤销或无效，详见本文第三部分），我国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并不能直接撤销或无效商标，权利人只能另外通过繁冗甚至循环往复的

行政确权程序进行处理。此时，民事判决若能起到实质意义上的撤销或无效商标的效果，无疑能更有效地协调和衔接民事程序和行

政程序，具有重大的程序价值。下文先对“歌力思”案进行简要介绍，然后从实体意义和程序价值两方面予以进一步评析。

 

一、案情简介一、案情简介

 

深圳歌力思服装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6月8日，2011年11月4日更名为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歌力思公司”，即本案
一审被告），其拥有第1348583号“歌力思”商标（第25类服装等商品，核准注册于1999年12月）和第4225104号“ELLASSAY”商标
（第18类钱包、手提包等商品，核准注册于2008年4月14日）。

一审原告王碎永拥有第7925873号“歌力思”商标（第18类钱包、手提包等商品，核准注册于2011年6月21日），其还曾于2004年申
请注册第4157840号“歌力思及图”商标（第18类钱包、手提包等商品），后被北京高院判决认定该商标不应予以核准注册。自2011
年9月起，王碎永先后在杭州、南京、上海、福州等地的“ELLASSAY”专柜公证购买带有“歌力思；ELLASSAY”字样吊牌的皮包。
2012年3月7日，王碎永以歌力思公司及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杭州银泰公司”）生产、销售上述皮包的行为侵害其商标权为
由提起诉讼。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歌力思公司及杭州银泰公司构成侵权，判决其承担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王碎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

用共计10万元及消除影响。[1]歌力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歌力思公司及
王碎永均不服，向最高院申请再审。

最高院判决认为，[3]歌力思公司拥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基础，其使用方式和行为性质均具有正当性，王碎永以非善意取得的商标权对
歌力思公司的正当使用行为提起的侵权之诉，构成权利滥用，由此，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王碎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实体意义：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利二、实体意义：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利

 

实践中，类似“歌力思”案这种恶意取得、行使商标权并主张他人侵权的案例并不少见，对此类行为的态度，我国商标司法及立法实
践已逐步做出了回应。如，最高院早在2009年就明确指出，“注册人或者受让人并无实际使用意图，仅将注册商标作为索赔工具
的，可以不予赔偿……”[4]。又如，2013年《商标法》第59条第3款规定了在先使用抗辩，第64条进一步明确了没有使用的商标不
能获得赔偿。再如，在此前类似的“七色花”案、“优衣库”案等判决中，法院一般不支持或仅部分支持作为原告的恶意抢注者的赔偿
请求，但认定作为被告的在先使用人构成侵权。

相对而言，最高院此次在“歌力思”案中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作出了更坚决的论断，直接判决作为被告的在先使用人不构成侵权，作
为原告的抢注者构成权利滥用。最高院的判决透过“合法”的形式而直击违法的实质，充分体现了商标审判领域倡导诚实信用原则的
司法导向，对净化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遏制商标恶意抢注现象，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

最高院生效裁判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切市场活动参与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民事诉讼活动同样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任何

违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其相关

权利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

本案中，首先，歌力思公司拥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基础。其次，歌力思公司的使用行为系基于合法的权利基础，使用方式和行为性质

均具有正当性。最后，王碎永取得和行使“歌力思”商标权的行为难谓正当。“歌力思”本身为无固有含义的臆造词，具有较强的固有
显著性，依常理判断，在完全没有接触或知悉的情况下，因巧合而出现雷同注册的可能性较低。作为地域接近、经营范围关联程度

较高的商品经营者，王碎永对“歌力思”字号及商标完全不了解的可能性较低。在上述情形之下，王碎永仍在手提包、钱包等商品上
申请注册“歌力思”商标，其行为难谓正当。王碎永以非善意取得的商标权对歌力思公司的正当使用行为提起的侵权之诉，构成权利
滥用。

可见，就实体意义而言，针对这种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的行为，应当揭破其“合法”权利的面纱，还原
其违法的真面目。类似地，在“赛克思”案中，[5]最高院指出，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取得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对他人的正当使用
行为提起的侵害商标权之诉，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

 

三、程序价值：基于民事与行政程序衔接的进一步思考三、程序价值：基于民事与行政程序衔接的进一步思考

 

从程序方面来看，最高院对恶意抢注者王碎永构成权利滥用的定论，一定程度上直接否认了其注册商标权，对后续的行政撤销程序



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据进一步检索，本案涉及的第7925873号“歌力思”商标已被无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15年5月19日作
出判决认定，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包括“证据5、7、10、11反映了歌力思商标在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中受保护的情况”[6]，其中，
证据10即为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诉争商标（第7925873号“歌力思”商标，第18类钱包、手提包等
商品上）与引证商标（第1348583号“歌力思”商标，第25类服装等商品上）已构成2001年商标法第28条所指的使用在类似商品上
的相同商标，依法应予无效。可见，法院充分考虑了生效的民事判决，最高院的判决直接影响了后续的行政撤销程序，对涉案商标

的撤销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由于我国的商标行政程序与民事程序相互独立，法院在民事诉讼阶段并不能直接撤销或无效商标，权利人只能另行通过行政程序进

行撤销或无效，然而，商标行政程序存在着环节过多、时间过长、甚至循环往复等弊病，严重影响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此时，民

事判决若能起到实质意义上的撤销或无效商标的效果，无疑能更有效地协调和衔接民事程序和行政程序，具有重大的程序价值。

相对而言，在商标侵权诉讼与撤销、无效的程序设置上，美国和欧盟更为直接。美国法院可以在商标诉讼中直接命令撤销涉案商

标，《兰哈姆法》第1119条“法院对注册的权力”规定，[7]“在涉及注册商标的诉讼中，法院可以确定注册的权利，命令撤销整个或
部分商标的注册，恢复已撤销的注册，以及对注册簿上诉讼当事人的注册进行其他修改…”。根据2015年修订的欧盟商标条例第一
百条的规定，欧盟商标法院的做法比较灵活：首先，法院有权在商标侵权反诉的程序中处理撤销或无效该欧盟商标的问题；其次，

受理法院也可以要求当事人首先到欧盟知识产权局提起无效程序；最后，如果已经有撤销或无效的申请提交到欧盟知识产权局，则

必须中止审理等待结果。

好的法律制度和程序设置，不仅应当保障程序正义，而且应当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应当兼顾公平和效率。我国目前知识产权行

政程序和民事程序相互独立的模式，一方面，较好地发挥了两种程序的特点和优势，保证了程序正义；另一方面，由于法院在民事

诉讼中并不能直接撤销或无效商标，权利人只能另外通过繁冗甚至循环往复的行政程序进行处理，在效率上仍有改善的空间。鉴于

我国目前并未采用如美国和欧盟这样直接简便的程序模式，法院民事判决若能起到实质意义上的撤销或无效效果，不失为一种兼顾

程序与实体、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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